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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在自我表达方面形成了大量的概念。古代史家界定概念

的方式主要有四种: 直接定义、概括特征、举例证、打比方。概念的出现与运用都离不开具体的时代背景、立场

与语境。概念传递出史家的诉求与关切，寓含特定的学术价值。按照我们对学术话语衍生次序的理解，大致

可作这样的排列: 一般语汇、常见词汇、关键词、术语、概念、范畴、话语。回顾中国古代史学概念史，可知概念

化是史学从实践层面走向理论阐释的一个重要环节。史学繁荣的时代，往往是概念的井喷期。大致从隋唐时

期开始，史学概念史进入了新阶段，表现为若干相关联的单一概念构成概念群，在史学话语体系中获得了更强

大的表现力和更丰富的内涵。厘清史学概念史上新旧概念的缘起与流变，无异于对古代史学话语变迁的一次

深度梳理。在这样回环往复的厘清与辨析中，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也逐渐显现出它清晰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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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在自我表达方

面形成了大量的概念。这是史学话语体系成熟的一个重

要标志。因为有了概念，才有了以简驭繁、表达抽象认识

与理论思考的学术工具、话语符号。而缺乏概念，则意味

着学术表达的苍白与涣散，也就没有成熟的学术话语可

言。既有的概念史研究热度不减，已涌现了一批可观的

成果，指向大体有二: 一是引入以源出德国的概念史为主

的域外相关研究; 二是对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与政治概

念的探讨。研究者称:“我们进行概念史研究的目的不是

为了慎终追远，探讨中国传统的知识形态，而是要探讨 17
世纪，特别是 19 世纪以来中国乃至东亚近代知识空间形

成之问题。”①探讨近代以来的概念及其相关问题，对于

认识近代中国的知识系统与话语体系固然重要，而对古

代史学概念作慎终追远的探究，对认知中国古代史学话

语体系也尤为迫切。

概念界定的四种方式

古人赞誉优秀的史学家，称为“良史”，评价史书记载

真实可信，叫做“信史”; 相反，记事失实，则属“曲笔”，因

为某些政治原因而记载隐讳，当归于“回护”，若是有意失

真，那就是“秽史”，简直不堪入目了。谁也无法否认，中

国古代史学家善于提出并运用概念表达他们对史学的理

论思考。这些概念构成了一个看似杂乱实则有机联系的

话语体系。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中，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这

些概念最初是怎样被界定的，它们以何种形态存在于古

代史学话语体系中。由目前所能确认的概念入手，梳理

它们被提出与解释的过程，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四种主

要的界定方式。
第一，直接给概念下定义。
以简要的文字解释一个词语或概念，在先秦诸子中

已有表现。《荀子》中说: “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

谓之愚。伤良曰谗，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非曰直。窃

货曰盗，匿行曰诈，易言曰诞。趣舍无定谓之无常，保利弃

义谓之至 贼。多 闻 曰 博，少 闻 曰 浅; 多 见 曰 闲，少 见 曰

陋。”②这段话不足百字，却一连解释了十四个词语，其中

有些词语近于概念，如“直”“陋”。《韩非子·显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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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 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③“愚”
“诬”之释义也要言不烦。先秦诸子这种解释词语或概念

的做法及其认识深刻影响了秦汉史家。东汉史家解释

“实录”: “其 文 直，其 事 核，不 虚 美，不 隐 恶，故 谓 之 实

录。”④不仅扼要地界定了“实录”之意，而且其中的“文

直”大体上也不离《荀子》所说的“是谓是、非谓非曰直”。
此后，人们一再使用“实录”这个概念，却没有人再费口舌

解释它，因为这十二个字足够经典。刘知幾阐释“直笔”
亦复如是:“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

贬，不书无损于劝诫。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非谓

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者也。”⑤刘知幾还在叙事审美上，提

出了“显”“晦”两个概念。“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

中; 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⑥不过十八个字，却

道出了显、晦之意及其优劣，对概念的表达直截了当，毫

无窒碍之感。不止刘知幾具有这样的本领，宋人吴缜给

“事实”和“褒贬”的定义也都只用了七个字，“事实”是

“有是事而如是书”; “褒贬”是“因事实而寓惩劝”。⑦唯

有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对概念有独到的思索，加之出色

的文辞陶熔才华，方能作出如此简要的定义。直接定义

在概念界定上具有明显的优点，即理论性较强，内涵明

确，边界清晰，在传播和接受中一般不会被曲解和误解，

即不会在概念的提出者与接受者之间出现太大偏差。
第二，指出概念的关键特征。
如上所述，下定义并非易事，注定不会是古代史家表

达概念的唯一方式。人们还会选择提炼概念关键特征的

方法，传递他们的相关思考。刘知幾论“曲笔”时，就这样

写道:

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

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

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

多乌有: 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 或诬人之恶，持报己

仇。⑧

刘知幾不是采取“所谓曲笔者”云云这样的句式，而是指

出它的若干特征，包括“舞词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

臆说，威福行乎笔端”和“事每凭虚，词多乌有”。北宋官

修的《册府元龟》解释何谓“秽史”，也采取了这样的方式:

“因嫌而沮善，渎货以隐恶，或畏威而曲加文饰，或徇时而

蔑纪勋伐，恣笔端而溢美，擅胸臆以厚诬，宜当秽史 之

名。”⑨不管是“沮善”，还是“隐恶”，抑或“曲加文饰”，肆

意“厚诬”，所说的都是“秽史”的主要特征。经过这般解

说，“曲笔”“秽史”的指向也就明确了。“撰述”与“记注”
是章学诚提出的一对重要概念。但章学诚也不曾径直给

出二者的定义，而是耐心地解释:“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

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

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

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 知来

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⑩在这里，章

学诚没有直接说“撰述”是什么，“记注”是什么，但他又一

直在探讨它们到底是怎样的。“撰述”对应“圆而神”“知

来”“例不拘常”;“记注”对应“方以智”“藏往”“体有一

定”。通过这些特征的限定，明确了“撰述”与“记注”的内

涵及其区别。可见，准确提炼概念的特征，也就抓住了它

的内核。后人则可以根据这些特征，实现概念与所指之

间的匹配。
第三，举例证传递对概念的理解。
举例说明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久远的传统。当孔

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瑏瑡一语时，已开此先

河。孔子这一句话就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良史”和“书

法”，但孔子没有作多少说明，他把对“良史”和“书法”的

理解都浓缩到董狐一人和“赵盾弑其君”一例上。通俗地

说，什么是“良史”，董狐就是良史;“良史”是什么，是董狐

这样的史家; 什么是“书法”，“赵盾弑其君”就是书法。孔

子这种诉诸例证、心照不宣的方法，称得上事半功倍，把

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这种界定概念的方法启发了后代

史家。至刘知幾，已将此法运用到了非常熟练的程度，他

举《尚书》和《左传》的记事为例，论说“断限”: “书之立

约，其来尚矣。如尼父之定《虞书》也，以舜为始，而云‘粤

若稽古帝尧’; 丘明之传鲁史也，以隐为先，而云‘惠公元

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开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

互，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过此已往，可谓狂简不知所裁

者焉。”瑏瑢人们读到这里，自然也就明白了“断限”的含义。
《史通》解释“君子之史”和“小人之史”，也是通过举例完

成的: “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 吴均、魏收，小人之

史也。”瑏瑣刘知幾虽未作阐述，但因所举例证具有代表性，

固也不难接受。胡应麟即推演子玄之说，称:“《尚书》《春

秋》，圣人之史也。《檀弓》《左传》，贤人之史也。《史记》
《汉书》，文人之史也。《后汉》《宋书》，乱人之史也。《三

国》、元魏，小人之史也。赵宋、辽、金，夷人之史也。”瑏瑤我

们在清人齐召南的《史论》一文中看到了与刘知幾、胡应

麟如出一辙的举例方式。齐召南提出“史官之史”“文人

之史”和“小人之史”三个概念，称:“迁、固其史官之史乎。
陈寿简质，独为近之。……欧阳修，君子也，其书亦文人之

史也。……宋、魏二书以小人而为小人之史。”瑏瑥在这里，

司马迁、班固、陈寿、欧阳修、《宋书》和《魏书》不再只是一

人一书的名称，而是齐召南阐发概念的特定例证。这类

概念在古代史学概念史上数量不少。提出者的贡献在于

发明新概念，但缺少精细的雕琢，这就对概念的接受者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接受者只能通过例证揣摩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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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对这些例证的本相和由此延伸出来的理论有比较全

面的认识。
第四，打比方表达对概念的认识。
和举例证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另一种概念阐述手

段，是打比方。这也是古代史家运用得炉火纯青的一项

技能。有些概念本不易讲清楚，但又必须作些交代。这

时候，打比方这种质朴的方式就显示出了它特有的诠释

优势。当郑惟忠询问刘知幾“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

少，何也”时，刘知幾提出了著名的“史才三长”说。刘知

幾是怎样向郑惟忠解释才、学这两个概念的呢? 他说:

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

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

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

成其宫室者矣。瑏瑦

这是刘知幾的智慧。他用愚者营生的尴尬和巧妇面对无

米之炊的无奈比喻有学无才和有才无学，把原本抽象的

概念具象为日常见闻，打个比方就回应了疑惑与不解，并

且“时人以为知言”瑏瑧，可见这个比方非常成功。刘知幾

解释“史例”:“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

定; 史无例，则是非莫准。”瑏瑨以国法喻史例，史例之意及

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吴缜接着说: “史之义例，犹网之有

纲，而匠之绳墨也。”瑏瑩吴缜借“网纲”和“绳墨”比作“史

例”，与刘知幾异曲同工。就连长于抽象思维的章学诚，

也是打比方的高手。他在分析“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
时，就说:“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 考索之功，非是不为

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

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瑐瑠“独断之学”和“考

索之功”不是一目了然的概念，但“旨酒”与“糟粕”、“嘉

禾”与“粪土”之喻，却使它们变得不那么难于理解了。不

过，这还算不上章学诚譬喻的经典。他讲“文辞”和“志

识”，竟接连打出七个比方，堪称以比喻疏通概念的典范:

“譬彼禽鸟，志识其身，文辞其羽翼也。”“文辞，犹三军也;

志识，其将帅也。”“文辞，犹舟车也; 志识，其乘者也。”“文

辞，犹品物也; 志识，其工师也。”“文辞，犹金石也; 志识，

其炉锤也。”“文辞，犹财货也; 志识，其良贾也。”“文辞，犹

药毒也; 志识，其医工也。”瑐瑡章学诚笔下的“禽鸟”“三军”
“舟车”“品物”“金石”“财货”“药毒”之喻，对史家文辞与

志识的主次关系和角色作了精到的描述。打比方的阐述

方式，固然缺乏理论色彩，但却不能据此视之为缺陷。因

为直接定义也好，比喻也罢，只要能够界定概念，并使他

人理解和接受，也就行之有效，无所谓优劣。
概念的上述四种界定方式，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互

渗透、相辅相成。概念界定者有时提炼特征后，还会举例

加以说明; 或在定义后又举例; 又或者先打比方，再罗举

事例。界定方式虽有差别，但目的则是一样的: 为了对概

念的说明更准确与周全。至此，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古

代史家并非不擅长对概念的辨析与阐释，相反，他们在实

践中创造并界定了丰富的概念。至于这些概念的意蕴，

尚需进一步的挖掘。

概念背后的意蕴

初步讨论古代史学概念史，会形成这样一种认识: 古

代史家非常重视概念的审慎与准确，在“属辞”上用心良

苦。如所周知，吴缜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命名为《新唐书纠

谬》，但这并不是最初的书名，此书原名《新唐书正谬》。
为什么把“正谬”改为“纠谬”呢? “以未尝刊正，止是纠擿

谬误而已。”瑐瑢吴缜为了名实相副，考虑到概念的准确性，

最终确定了“纠谬”一词。他不仅给这部力作取了一个恰

当的名字，而且为宋代 以 后 的 史 学 提 供 了 一 个 重 要 概

念———纠谬。清人牛运震就效法吴缜，作《读史纠谬》。
王鸣盛是继吴缜之后又一位具有概念审慎自觉意识

的史学家。“商榷”一词早在《史通》中已屡见不鲜。刘知

幾“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瑐瑣，认为

“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瑐瑤。到了清代，“商榷”一词沿

用既久，近乎史学常识，但王鸣盛使用这个概念时，仍用

心考辨一番:

《文选》第二十八卷陆机《吴趋行》结句“商榷为

此歌”，李善注: “《广雅》曰: ‘商，度也。’许慎《淮南

子》注曰: ‘商榷，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也。”《说

文》卷六上木部: “榷，水上横木，所以渡者也。”商度

虽仅粗略，而初学观之，不啻涉水之得渡矣。《通鉴》
第二百九十四卷云: “周世宗闲暇则召儒者读前史，

商榷大义。”又司马温公《与范内翰祖禹论修通鉴体

例书帖》云:“甚思与足下相见，熟共商榷。”可见商榷

乃史家语……颜师古《汉书叙例》云:“不耻狂简，辄

用上闻。粗陈指例，式存扬榷。”扬榷即商榷之意。瑐瑥

王鸣盛广征博引，梳理“商榷”作为一个词语的发展史，辨

析了“商榷”的含义。最后，王鸣盛将书名定为《十七史商

榷》，表现出史家对使用概念的郑重其事。
吴缜和王鸣盛对概念的如此慎重，倒也提醒人们注

意: 任何一个概念都不是随便提出和随意使用的，而是寓

含着一定的学术意蕴。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揭

示概念背后的学术指向，对于理解古代史学话语的重要

性也就不言而喻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实录、直书、信史、
纠谬等体现的是史学求真意识的觉醒; 良史、史德透露出

史家对品德的追求; 尚简、用晦表达了史家叙事的审美;

法戒、名教、史权折射出史学的教化功能; 通史、断代反映

了史家视野与编纂旨趣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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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出现与运用又离不开具体的时代背景、立场

与语境。“谤书”概念的萌芽与出现即是这样一个有力的

证明。永平十七年( 74) ，汉明帝命小黄门赵宣传问班固、
贾逵等人，《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所引贾谊《过秦论》对

秦亡的评论“宁有非耶?”班固直言贾谊和司马迁所论“非

是”。从事情的结局可以揣测，班固的答案与汉明帝不谋

而合，或者说引起了汉明帝的兴趣。因为他很快被明帝

召入宫中，以便围绕这个问题作更深入的问对。这就是

东汉历史上有名的云龙门对策。当汉明帝追问班固何以

那样指摘司马迁时，班固“具对素闻知状”，可见他对司马

迁评价早有准备，胸有成竹。对于班固的回答，汉明帝显

然很满意，但又意犹未尽，“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

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

世，非谊士也。’”相比之下，司马相如虽“洿行无节”，但

“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

禅事，忠臣效也”。据此，汉明帝判断司马相如“贤迁远

矣”瑐瑦。君臣从秦亡论断的是非说到司马迁作史的政治

倾向，重点在于批判司马迁对汉朝的“微文刺讥”，这已涉

及臣子是否忠于朝廷的问题。为了突出这一点，明帝还

引出司马相如的“忠诚”来反衬司马迁的“贬损当世”。那

么，班固为什么特意把汉明帝关于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的

评论记录下来呢? 原来是为他撰写《典引》创设氛围，使

自己撰写一篇歌颂汉朝功业的文章显得水到渠成。云龙

门对策和汉明帝、班固君臣间的这次宫中问对已含有后

世“谤书”思想的萌芽。从这时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纯

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命题。
至东汉末年，遂有王允的“谤书”之说。那么，王允是

在怎样的情况下提出“谤书”，又是如何运用这一概念的

呢? 且看他这番话的具体语境。裴松之《三国志注》引谢

承《后汉书》记载此事:

蔡邕在王允坐，闻卓死，有 叹 惜 之 音。允 责 邕

曰:“卓，国之大贼，杀主残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

疾。君为王臣，世受汉恩，国主危难，曾不倒戈，卓受

天诛，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谢允曰: “虽

以不忠，犹识大义，古今安危，耳所厌闻，口所常玩，

岂当背国而向卓也? 狂瞽之词，谬出患入，愿黥首为

刑以继汉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谏允。允曰: “昔武

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

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

徒并受谤议。”遂杀邕。瑐瑧

范晔的《后汉书》也记叙此事，文辞略有出入，可与谢承所

载相参互: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

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 “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

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 今

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

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

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驰往谓允曰: “伯喈旷

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

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

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

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

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瑐瑨

王允杀蔡邕，找了一个极其正当的理由: 蔡邕身为臣子，

得知贼子董卓被诛，却“怀其私遇，以忘大节”，哀形于色，

与逆贼何异! 但蔡邕有史才，亦有撰写汉史之志。公卿多

为蔡邕求情，希望王允能赦免蔡邕以作汉史。此时，王允

才说出真实意图，他所担心的正是蔡邕日后撰写汉史，对

“吾党”有所“讪议”。为了证明自己的隐忧并非多余，王

允引司马迁作《史记》为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

谤书，流于后世。”王允以大义为名杀掉蔡邕，却不能说没

有私心。他批评《史记》，意在阻止蔡邕也撰写一部“谤

书”。可见，王允提出“谤书”这个概念，带有很明显的政

治色彩和顾忌个人身后名的意图。在这个概念背后，是

王允的政治立场和个人利益。在班固的时代，讨论《史

记》“贬损当世”，还是一代帝王的意志; 而至东汉末年，指

斥《史记》为“谤书”的，则换成了乱世权臣的口吻。
概念往往传递出史家的诉求与关切。清人陈遇夫提

出“有用之文”的概念:“诏令以定民志，兴行善俗，奏疏策

议，明先王之教，切于国计民生，谓之有用之文。若词赋之

属，连篇累牍，何所用之?”瑐瑩稍后，赵翼比较《史记》《汉

书》时也运用了这个概念。赵翼怎样理解“有用之文”呢?

是“经术之文，干济之策”，是“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

者”瑑瑠。综合陈遇夫、赵翼所论，可知这里的“用”是经术、
政治与民生，凸显了古代史学的经世旨趣，至于一般的文

人词赋则被屏蔽在“有用之文”之外，属于雕虫小技了。
可以说，“有用之文”映射出古代史学家对致用的关切及

其所产生的政治与文化环境。
概念还寓含特定的学术价值。司马迁提出: “学者载

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瑑瑡这标志着“考信”二字被确立

为一种学术信条。降至清代乾嘉时期，崔述作《考信录》，

仍坚称:“司马氏曰: ‘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是

余之志也夫!”瑑瑢“考信”背后蕴含着古人对历史研究次序

的理解: 只有经过严密考订的，才是可信的! 这些内蕴丰

富的概念，一旦被提出并被接受、传播，也就参与到了史

学话语的建构之中。

概念与话语建构

按照我们对学术话语衍生次序的理解，大致可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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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排列: 一般语汇、常见词汇、关键词、术语、概念、范畴、
话语。概念也可以分为: 特定概念、基本概念与核心概

念。概念高于术语，而核心概念往往包含了范畴。概念

的形成需要思想和语汇的双重提炼。概念浓缩着古人对

史学要素、要义的理解，既是古代史学的自我形塑，也是

今人理解古代史学的重要媒介———引领人们走进古代史

学家的思想世界。
在甲骨记事的年代，史的观念已经出现，且留下了巫

史的行迹瑑瑣，但这时还不能谈到成熟的史学，更难留下概

念，当然也就无法构建起一套史学话语。史学话语的初

步构建，大致当以《春秋》与《左传》为标识，至《史记》出

而无可争议。将一种认识发展、升华为一个概念，往往需

要较长时期的积累和某位杰出史学家的出现。孔子就是

这样一位史学家。所谓“属辞比事”瑑瑤，就是一个关于编

年史的重要概念。《左传》中的“君子”评价《春秋》这种

“属辞比事”的史学，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

不污，惩恶而劝善”瑑瑥。“君子”口中的“微”“显”“晦”
“婉”已初步具有了概念化的特征，它们被后世略加变化

与加工后，成为若干概念。西汉时期，司马迁延续《左传》
的话题，接着评论《春秋》，而且委婉地表明他要继承孔子

的衣钵。当然，治学积薪，后来居上，司马迁提出的概念

又超过了孔子和《左传》中的“君子”。不消说他的名言

“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久已成为后代史学家的口头

禅，就是他身体力行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瑑瑦，岂非史料

学的重要概念; 而“自镜”瑑瑧则是有关史学认识的一个核

心概念;“雅驯”瑑瑨又成为关于史家文辞的一个基本概念。
这些概念融入中国古代史学话语的血脉，使史家有日用

而不知之感。
随着史学的发展，概念日渐丰富。刘勰在《文心雕

龙》中评价诸家后汉史和《三国志》时，运用了“偏驳”“疏

谬”“详实”“文质辨洽”等概念，又提出:“文疑则阙，贵信

史也”，“析理居正，唯素心乎”瑑瑩，还有“剪截浮词谓之裁”
等瑒瑠。这里的“信史”“素心”和“浮词”进一步奠定了古

代史学话语体系的概念基础。
史学概念化是史学从实践层面走向理论阐释的一个

重要环节。史学兴盛的时代，也往往是概念的井喷期。
史学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积累与发展之后，在盛唐迎

来了它的繁荣。唐初史家在正史编纂上取得了空前的成

功，就是例证。而这一切为刘知幾反思史学提供了广阔

的天地。概念源于史学实践的经验总结，但最终要归功

于史学的理论化。《史通》一书的篇名，诸如六家、二体、
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断限、编次、采

撰、载文、浮词、叙事、品藻、直书、曲笔、烦省等，或谈体裁

体例，或言作史原则与技巧，都可以看作是历史编纂学方

面的概念。刘知幾提出的史学概念还远不止于此。《史

通·杂述》篇将“史氏流别”分为十类: 偏纪、小录、逸事、
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和都邑簿，实即关于

史书类别的十个概念。对这十个概念，刘知幾都有界定

和说明，比如“家史”是:“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

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

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而

“家史”的不足是: “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

难以播于邦国。且箕裘不堕，则其录犹存; 苟薪构已亡，则

斯文亦丧者矣。”瑒瑡这两段话将“家史”的内涵和局限都讲

清楚了。经过刘知幾的这番努力，古代史学概念的家族

愈发庞大。《史通》在概念的提出与阐释方面一度令后人

难以望其项背。
两宋史家中，在概念方面具有刘知幾那种创造力的，

并不多见。高似孙在这方面的贡献倒是值得一提。高氏

的《史略》篇帙虽小，却壮大了宋代史学概念的声势。《史

略》卷四有“史典”“史表”“史略”“史钞”“史评”“史赞”
“史草”“史例”“史目”“通史”诸目，这是高似孙拟的题

目，又何尝不是他提出的概念呢! 高似孙论“史典”，在罗

举《齐典》《梁典》《魏典》《稽典》《太宗政典》《唐典》后，

写道:“典之为书，亦几于纪，事省而辞约者也。”瑒瑢这就解

释了“史典”的内涵。在“史钞”一目下，高似孙列出《史记

钞》《汉书钞》《后汉书钞》等书后，写道: “凡言钞者，皆撷

其英，猎其奇也，可为观书之法也。”瑒瑣撷英猎奇自是“钞”
之本意，而“观书之法”则道出了史钞的学术价值。关于

“史例”，高似孙说:“善言史例，无若杜征南。然古之为例

简，而后之为例详。不止是也，事有出于常事之表，则创例

亦新，用志亦艰矣，神而明之者史乎!”瑒瑤在史例论上，高

氏推崇杜预，又提出史例的详简、创新问题，对前述刘知幾

和吴缜的史例概念既有继承，也有发展。高似孙史学话语

中的这些概念反映出南宋史学在话语建构上的活力。
明清时期，古代史学进入总结期。史学家既沿用旧

概念，也偶有补充与创新。明代的胡应麟继续使用“良

史”“公心”“直笔”“才”“学”“识”等概念，也对前代已有

的概念作出新解，如:“曷谓繁? 丛脞冗阘之谓也，非文多

之谓也; 曷谓简? 峻洁谨严之谓也，非文寡之谓也。”瑒瑥乾

嘉时期，赵翼所撰《廿二史札记》是一部成功运用古代史

学概念通论历史与史学的著作，尤其是将旧概念 ( 如书

法、回护、曲笔等) 运用到新问题的讨论中，开拓了古代史

学概念的疆土。
这一时期，真正在概念上有开创之功的是章学诚。

“史德”“史意”“撰述”“记注”“圆神”“方智”“通史家风”
等概念，蕴含着章学诚独到的史学理论。在概念方面具

有突出贡献的清代史学家中，除了章学诚，还有一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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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提出，他就是浦起龙。浦起龙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

对固有概念作了必要的疏通。比如，刘知幾提出“浮词”，

但对“浮”字却未加辨析。浦起龙就写道: “浮之云者，溢

辞也，歧辞也。”瑒瑦关于“偏纪”一词，刘知幾写道:“皇王受

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有权记当时，不终一

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

纪》、姚最《梁昭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瑒瑧主要还是通

过举例来说明何谓“偏纪”。浦起龙补充道:“此谓短述之

书，但记近事，而非全史。”瑒瑨较之举例，已有认识上的提

升。浦起龙这种“接着讲”和“跟着讲”的方式是概念得以

不断延续、生成和融入史学话语的重要途径。
大致从隋唐时期开始，史学概念史进入了新阶段，表

现为若干相关联的单一概念构成概念群，在史学话语体

系中获得了更强大的表现力和更丰富的内涵。直书、公

心与秽史、曲笔、回护形成一个关于史家叙事原则的概念

群; 沉潜、考索之功与高明、独断之学构成一个关于史家

类型与学问门类的概念群; 正史、国史、野史、家史、方志

构成一个关于史书类别的概念群; 简要、冗繁、驰骋、浮词

等构成了有关史家文辞的概念群。在这些概念群中，概

念与概念之间相互参照，彼此关联，它们的解释力和表达

效果都远远超过了单一概念意蕴的局限性和有限性，在

古代史学话语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综上，概念是构成一套学术话语的核心要素。随着

概念的提出、传布、接受、衍化，话语也变得更加丰富与多

样。大凡一个重要概念又往往牵连着时代学风和史学事

件，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厘清史学概念史上新旧

概念的缘起与流变，无异于对古代史学话语变迁的一次

深度梳理。在这样回环往复的厘清与辨析中，古代史学

话语体系也逐渐显现出它清晰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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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训解正误二则
管宗昌

《管子》一书历代注家不少，贡献非凡，但是仍有若干

训解不达之处，兹刊正二则如下:

一、《轻重甲》: “食三升，则乡有正食而盗。食二升，

则里有正食而盗。食一升，则家有正食而盗。”( 正文与诸

家训解不特加标出者均出自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

局 2004 年版)

注家多认为“正”字误，王念孙、黎翔凤认为“匃”之

误，王引之、张佩纶认为“乏”之误，马非百认为“匮”之误。
依此，他们认为此句意指食物匮乏而偷盗。

按:“正”字不误。这里使用的是“正”的本义，尹黎云

说:“甲骨文作 ，非‘从止、一’，而是在止之上者增口，口

即城郭，以足尖对准口，来显示方向的明确……正就是征

的初文。正为‘正行’，引伸方有符合标准方向义。”( 尹黎

云:《汉字字源系统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版，第 139 页) 陈英杰认为: “口像城邑之形，会征伐城邑

之意，乃‘征’之初文，本义是征伐。”( 李学勤主编: 《字

源》，天津古籍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11
页) 能够看出，“正”就是“征”的初文，此字下方从“止”，

其表意是向着某方向、某目标行进，本义为“向”“进”。
《论语·阳货》:“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马融:“如向墙而

立。”皇侃:“如人面正向墙而倚立。”( 程树德撰，郑俊英、
蒋见元点校: 《论语集释》，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1391
页) 所以，此处意指向着食物偷盗( 以食物为目标进行偷

盗，一般偷盗行为多瞄准财物) 。
二、《轻重甲》: “请以令高杠柴池，使东西不相睹，南

北不相见。”

豬饲彦博认为“‘柴’，藩落也”，戴望、马非百认为

“‘柴’乃‘罙’字之误”，许维遹认为“‘柴’与‘栅’通”，何

如璋认为“‘柴’犹塞也”，于省吾认为“柴池即参差”。
按: “柴”，《说文解字》: “小木散材。”此字从“此”

“木”。“此”，尹黎云认为:“甲骨文作 ，……象足踩人背

之形。这是奴隶主以奴隶为上马石的形象。……此就是

跐的初文。……被践之人必处于静止状态，故引伸此有

‘止’义。……或强调‘弥服’者，即在下者，则此有下义小

义。”( 《汉字字源系统研究》，第 138 页) 陈英杰亦认为:

“会以足踏人之意，乃‘跐’之初文。”( 《字源》，第 110 页)

“柴”之小木散材之义，即从“此”的“小”义而得。从“此”
的本义出发，“柴”应有积木高架之义，“柴池”即将桥高高

架起于池水之上，两岸与桥头之处，需高筑土堤，木桥也

需要木木相积搭构，以高架池水之上，这样就会造成视线

阻隔。
此义属“柴”的罕用义，但仍有近义参证。《诗经·小

雅·车攻》: “助我举柴。”毛传: “柴，积也。”郑玄: “举积

禽也。”( 马瑞辰: 《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第 556 页) 其中“积”义正从“此”之本义而来，因为但凡

“跐”必然上下相叠相积。“柴”，《礼记·月令》“收秩薪

柴”。郑玄:“大者可析谓之薪，小者合束谓之柴。”( 朱彬

撰，沈文倬、水渭松校点: 《礼记训纂》，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76 页) 这里仍能看到“柴”兼具“小”与“合

束”“积聚”之义。从而也进一步参证本处“柴池”，即多木

相积搭建形成高桥悬架池水之上。
( 作者单位: 汕头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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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public services supply on the social quality evalu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 6) Attributes and Analysis Framework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Based on

Mannheim’s Sociology of Knowledge Zhou Jianxin Tan Fuqiang ·130·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researches on digital humanities，this research takes Mannheim’s knowledge soci-

olog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current digital humani-
ties，and tries to construct related theori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Digital humaniti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oss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disciplines and organizations and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humanities to
focus on the produ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t present，digital humanities knowledge production
has reached a considerable scale，but the attributes of its knowledge production have yet to be investigated．
The study finds that digital humanistic knowledge production has the procedural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development theory． However，due to its weak epistemological founda-
tion，its ability to produce knowledge is relatively limited．
( 7) Further Discussion on Legality of Juridical Act: Problem － Oriented Analysis Based on Source of

Validity of Juridical Act Cui Shuanlin ·165·
The legality of juridical act in Chinese civil law theory firstly involves the source of validity of juridical

act． The viewpoint that“juridical act must be legal to be effective，which means the suppression of private au-
tonomy by the state”generally implies a dual research paradigm of“private will － state regulation”，but this
paradigm cannot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t external systems that conform to the internal system and
suppress the internal system． Theoretically，a new research model should be adopted to distinguish the two ex-
ternal systems effectively． The new paradigm can justify that in the legal order that recognizes the autonomy of
private law，most of the contents of the effective elements of juridical act are the embodiment of the internal
system． According to this，in general，the proposition that“effective juridical acts have the essence of legiti-
macy”reflec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ternal system and is fully justified．
( 8) Definition，Meaning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Liu Kaijun ·173·
Chinese ancient historiography experienced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formed a

large number of concepts． There are four main ways for ancient historians to define concepts: direct definition，
generalization，illustration and analogy． The emergence and application of concepts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viewpoint and context． The concept conveys the historian’s appeal and con-
tains specific academic value． Ｒeviewing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it is obvious
that conceptual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practice to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
tion． The flourishing period of historiography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the emergence of concepts． To clarify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old and new concepts in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is a profound analy-
sis of the discourse changes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iography． In this way，the outline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gradually stands out．
( 9) First －Class Countries，Shakespeare’s Strange Costumes and Translation of Early Shakespeare’s Plays

Wei Cece ·217·
In the 1930s，the new word“first － class country”appeared to be defined as a country with great power

in the world，because of its strong national strength，it could se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to foreign countries．
China was anxious to rank among the first － class countries，but the ability to translate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hakespeare were regarded as a manifestation of national strength． Therefore，Shakespeare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first － class country，and China was ridiculed for having no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hakespeare． This
also led to the motives of early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 owned the meaning of cultural shame and re-
deeming national dignity． However，mistranslations in early translations were common． Tian Han，Liang
Shiqiu，and Deng Yizhe’s translation were the epitom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bsorbing foreign culture and val-
uable practic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 10) New Model of Market Supervision Based on Credit: Motivation，Framework and Construction Path

Ni Nan ·237·
Credit supervision is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market supervision under the credit

economy，and accelerating the innovation of credit supervision mode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solve the out-
standing problems in credit supervis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e key to constructing a new market supervi-
sion mode based on credit is to reconstruct the credit investigation system，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use sys-
tem in the field of market supervision，to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different subjects，and to form a scientif-
ic and transparent credit supervision mode． To make this new market supervision model come into effect，not
only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top － level design，but also to systematically improve the relevant supporting sys-
tems，which includ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credit legislation，the legalization of credit supervision，and the use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to realize the moder


nization of credit supervision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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